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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我们有能力消除全球贫困，但消除贫困的进程却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如果任其发展，气候变化将有可能导致我

们无法在 2030 年前使人们永久摆脱极端贫困，而这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的目标。 

煤炭是全球第一大 CO2 排放来源。上世纪的二氧化碳排放源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煤炭行业，而在本世纪初期，中国也

加入最大排放国的行列。人们普遍认为，要快速且合理地针对气候变化做出反应，富裕经济体迫切需要用低碳能源来替

换煤炭。而现在，煤炭行业声称，扩大煤炭使用对于消除极端贫困、改善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人口的能源获取至关重要。

但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全球对于在 2030 年之前消除极端贫困和能源贫困的承诺不需要此类扩张，而且此类扩张

与稳定地球气候的目标不一致。我们有充分的证据：长久的贫困解决方案需要全世界最富裕的经济体放弃煤炭，我们可

以并且必须消除极端贫困，同时不在发展中国家急剧扩张新燃煤电厂。  

无煤炭发展战略
本意见书传达了四个重要观点，在文章中依次展开，并在结论和建议部分与政策建议一同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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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更多煤炭将无法结束能源贫困
一些未通电的家庭在地理位置上靠近电网，但是由于行业管理不善和连接成本阻碍了向这些家庭送

电。这些家庭未与电网连接，而电厂（燃煤电厂或其他类型的电厂）却坐视不理。新的煤炭战略将

无法解决该问题。有更多未通电的家庭住得离电网很远：84% 在农村地区。如果适当地扩张，分布

式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将是覆盖三分之二未通电家庭的最便宜、最快速的方式。通过获取更加清洁

的燃料和炉灶，而非通过更多煤炭发电，基本上可实现清洁安全的烹饪。

2.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煤炭获得了过分的青睐
在解决自身极端贫困问题时，许多国家以中国为榜样：中国大幅减少了本国的极端贫困人口，并

主要依靠煤炭推动快速工业化。但是，三分之二的中国极端贫困人口减少是由于上世纪 90 年代燃

煤工业扩张之前的农业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工业化虽然对中国的整体经济成就至关重要，但

在 1981 年至 2004 年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极端贫困人口减少是由于工业化。煤炭消耗量激增

是从 21 世纪头十年才开始的，消耗速率打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的五倍。

3.有更好的可用能源可帮助人们摆脱收入贫困
我们需要能源不仅是为了普及能源的使用，也是为了通过推动增长和就业，提高人们的收入。

低碳可再生能源是煤炭的有力竞争对手。自 2009 年起，美国太阳能光伏的价格降低了 80% 以

上，而风电的价格也降低了 60% 以上。此外还有一些选项可以有效地管理一些可再生能源的间歇

性。而煤炭却不在其中。可再生能源行业也是更有前景的就业来源：2015 年可再生能源行业雇佣

了 940 万人，相比之下，根据世界煤炭协会 2012 年的预测，煤炭行业仅雇佣了 700 万人。 

重要观点



4.更多煤炭消耗将使贫困根深蒂固
煤炭燃烧对环境和气候的影响给贫困人口带来明显的威胁。在中国，煤炭燃烧造成的空气污染每年

使 670,000 人过早死亡，而在印度，这一数据是 100,000 人。印度尼西亚的一座千兆瓦电厂在运

营期间可能造成了 26,000 人过早死亡。如果规划的燃煤电厂（大部分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中有三

分之一建成发电，便会使地球温度升高 2°C，在本世纪中叶之前，这将使数亿人处于极端贫困。

引用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的话说：“现在，如果整个地区都实施基于煤炭的发展计划，我想我们就完

了⋯⋯这将给整个地球带来灾难。”

对于所有决定规划燃煤电厂中有多少会建成投产的因素，我们很难去一一评估。（包括政治利

益、当前技术的优势）。但是，我们并不需要一批新燃煤电厂来消除极端贫困或能源贫困。为了实

现“巴黎气候协定”中的宏伟目标、SDG1 目标（到 2030 年前消除全球贫困）、SDG7 目标（到 

2030 年前普及廉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我们迫切需要转向可再生高效能源系统。 

我们必须优先考虑下列行动：

 • G20 政府必须停止一切形式的化石燃料补贴。 

 • 应该逐步取消一切形式的煤炭产能扩张行政支持，包括通过开发金融机构提供的行政支持。 

 • 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对能源产业提供的所有支持必须优先考虑 SDG7，确保普及廉价、可靠和可持

续的现代能源。 

 • 开发机构必须实施监控和报告框架，以追踪扶贫工作及能源支持的发展影响。 

 • 发展中及新兴经济体应该为可持续且有利于社会公平的能源转变制定计划，符合实施 SDG 及根

据巴黎协定制定的国家自定贡献目标，确定发展合作伙伴需要的支持。

 • 关于碳风险方面的公共财政和民间金融必须更加透明。

重要观点

本意见书的撰写机构 — 天主教海外发展机构、能源、环境与水委员会、基督徒互援会、发展研究院、基本服务

改革机构、海外发展研究院、乐施会、实践行动组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Vasudha 基金会、Misereor 和 Tierra 

Digna — 数十年来一直在支持贫困消除和发展工作、见证了不断变化的气候对穷人及弱势群体带来的威胁，并因此做出

了如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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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多煤炭将无法结束能
源贫困

现代能源的普及与人类发展和民生改善息息相关，但是，

目前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缺少用于家庭烹饪的清洁安全

能源，有近六分之一的人缺少基本的电力保障（世界银行

和 IEA，2015 年）。“能源贫困”人口只能获得这样一些能源：

用明火或简易炉灶燃烧木头或木炭，点蜡烛和煤油灯来照

明，但依赖这些不安全、质量差且昂贵的燃料使得他们面临

“能源贫困”。

为贫困家庭提供廉价、安全、可靠的现代能源服务可以改

善他们的生活。用电力照明取代昂贵的照明燃料，减少家庭

成本。电力也可以驱动手机、风扇、电视机、及用于存储食物、

药品和疫苗的冰箱（Alstone 等，2015 年）。使用更好的燃料

和更高效的炉灶提供清洁安全的烹饪方法，可减少室内空气

污染 — 主要的环境杀手（WHO，2014 年）。能源服务的普

及可明显改善教育和健康水平，可提高小微型企业和小农农

业的生产力（世界银行，2008 年）。 

要实现能源的普及，最大的挑战不是产生更多能源；而

是向那些缺少能源的人提供能源（Hogarth 和 Granoff，

2015 年）。极度贫困人口对现代电力服务的总合有效需求很

低。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需求增长预测代表已与电网连

接的个人和企业的不断增长的工业、商业和住宅消耗。满

足该需求对于发展至关重要，但是这与满足普及能源服务

的 SDG7 目标不一样。 

要将电力提供给家庭和社区，有两种技术方案：一是扩

展和改进电网基础设施，二是为各家庭建设分散式或分布

式独立系统并为整个社区建设微型电网。无论哪种情况，

建造新燃煤电厂都不是快速提升普及率的关键：建造燃煤

电厂的目的很少是为了向服务于能源贫困人口的系统供电，

大部分能源贫困家庭都生活在距离电网较远的偏远地区。

也有许多未通电的家庭住得离电网非常近。将电网延伸

至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将成为获取能源的重要方式。但是，有

些社区即使距离电网只有数公里，也面临着一些阻碍连接电

网的技术障碍：成本是一个问题，尤其是由于人口分布通常

比较分散，为他们供电的低压配电线路会产生高能源损耗，

导致电力系统不稳定。

政治障碍是更大的问题。电力行业管理不善和政治俘

虏通常会阻碍公用事业公司将新的电力供应转变为新的连

接 — 或者甚至转变为更低价格，以提供给现有贫困消费

者。根据非洲进步小组的观察：“供电企业的治理是非洲能

源危机的核心。政府通常将公用事业公司视为政治庇护地和

腐败载体，提供实惠的能源可能是遥远的次要问题”（非洲

进步小组，2015 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政治的权宜

之计，电费有一定的补贴，而该补贴无法涵盖开发新基础设

施或者甚至经营现有基础设施的全部成本（Scott 和 Seth，

2015 年）。当公用事业公司亏本经营时，便很难再投入其他

资本以将电网延伸到新社区或连接新家庭。 

由于这些新接入电网的家庭所消耗的电力相对较少

（Pueyo 等，2015 年），通常不足以弥补为向他们供电而投

入的成本，而且由于贫困家庭缺少政治影响力（Alstone 等，

2015 年），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他们通常还面临着难以

克服的连接成本问题（Pachauri 等 2013 年）。例如，在肯

尼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布基纳法索和中非共和国，连

接费用高于平均月收入（Alstone 等，2015 年）。因此，即

使社区接入电网后，许多家庭仍然数十年来一直未接入电网，

这种情况很常见（世界银行，2008 年）。 

这意味着，对于居住在电网附近的能源贫困家庭而言，

建造新的发电厂（无论是燃煤电厂还是其他形式的电厂）并

不会帮助他们接入电网。相反，能源的普及将需要为新连接

的预付成本提供资金，并使电价合理化，以反映电力供应的

真实成本。

预计 84% 的未通电家庭和社区都是在农村地区，他

们与电网的距离通常比城市地区的家庭和社区更远（IEA，

2011 年）。对于这些家庭，则没有必要等待建设新的集中

式电网发电或输电、配电和连接：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开始

提供电力，分散式独立和微型电网解决方案是最快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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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大型电厂从最初的投资决策到开始发

电通常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用非洲进步小组的话来说：“如

果目标是到 2030 年前为所有人提供能源，那么大型资本密

集型电厂将无法实现该目标”（非洲进步小组，2015 年）。

可以更加快速地部署风能和太阳能光伏 (PV) 等可再生能

源技术，甚至是大规模部署。它们的成本已大幅降低，使得

他们成为如今连接大多数新家庭的最可行、实惠且可快速部

署的选项（Granoff 和 Hogarth，2015a）。即使家庭最终将

连接到集中电网，但大多数情况下，在此期间，离网家庭系

统可以提供有用且廉价的能源服务。政府对离网企业和保

障性微型电网均给予了支持，它们最终将整合到电网中，这

将加快能源的普及，连同公共服务的提供一起，确保不遗漏

任何家庭。

此外，最普遍且有害的能源贫困形式不是缺乏电力，而

是缺乏清洁、安全的现代烹饪。使用薪材和木炭进行的

不通风烹饪所导致的室内空气污染是全球第四大死亡原

因，每年造成 430 万人死亡，高于于不安全的水、HIV/

AIDS 或疟疾（WHO，2014 年）。提高电力供应（无论是

来自煤炭还是其他来源）通常与提高现代烹饪普及率没有 

关系。 

虽然电力可用于烹饪，但目前，电炉需消耗大量能源

且较为昂贵，因此非洲和亚洲的贫困消费者很少使用（世

界银行，2008）。如果电感应炉灶的成本下降，这一情况

可能会发生变化（Putti 等 2015 年）。然而，到 2030 年

全面普及清洁、安全的现代烹饪方式将需要快速扩大更

清洁燃料（如液化石油气和沼气）的普及以及先进炉灶的 

使用。

另一方面，大多数煤炭开发并不是为能源贫困家庭提供服

务。如下图所示，大多数当前和规划的燃煤电厂建设项目都

是在中国等电力普及水平非常高的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的无人口最多，集中式电网扩建跟不上人口增长，且在少

数非洲南部国家以外，煤炭开发或可用的煤炭储量非常少。

只有东南亚和印度既有大量煤炭发电发展计划又有大量无

电人口。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大部分无电人口要么位于

远离电网的群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所罗门群岛），

要么位于人口分布较分散的多山国家（如巴布亚新几内亚）。

6 意见书

图 1：全球预计煤电产能与未通电人口（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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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ODI 分析，数据来自 Shearer 等（2015 年）和世界银行与 IEA（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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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1：印度的煤炭是否服务于能源贫困人口？

引用印度前任能源部秘书长 E.A.S. Sarma 的话说：

印度共有 2.47 亿户家庭、12.4 亿人口，其中 68%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根据 2011 年人口普查，45% 的

农村家庭（7500 万户）没有通电。在城市家庭中，有 600 万户仍未通电，约占总数的 8%。虽然在这

十年间已增加大约  95,000 MW 基于煤炭的新发电产能，但是自  2001 年来，这些数据没有明显变化

（Sarma，2015 年）。 

如下图中所示，到目前为止，增加新的燃煤产能并没有让很多未通电印度家庭用上电。虽然煤炭提供了该

国 75% 的电力，但在许多燃煤电厂最密集地区的电力普及率也最低（Dubey 等，2014 年）。事实上，这届政府

正在考虑在产能过剩的古吉拉特邦建造第一座新的燃煤电厂（Jai，2016 年）。

图 2：印度主要燃煤电厂周边的家庭电气化率

能源获取

无数据

电气化家庭百分比

非常低 (<40)
低 (40-70)
中 (70-90)
高 (>90)

现有电厂  (143)
规划电厂 (177)

数据来源：Dubey 等，2014 年。 



2. 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
煤炭获得了过分的青睐

很多面临高度极端贫困的国家以及旨在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的发展机构都对东亚的“经济奇迹”非常感兴趣。中国（以

及在较小程度上的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在过去数十

年经历了快速工业化，迎来了经济增长新纪元，同时显著

减少了极端贫困人口数量。这种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受到

煤炭的推动。但煤炭消耗对于消除极端贫困的相对贡献通

常被夸大，需要更严格的审视。

在 1981 年至 2004 年间，中国每天生活费不足 1 美元

的人口数量减少了 5 亿（Chen 和 Ravallion，2007 年）。

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在 1981 年至 1987 年间减少的，这

个时期是在中国工业化和煤电大规模扩张之前（IEA，

1999 年）。在 1987 年至 1999 年间，中国不断发展的

工业化也伴随着燃煤能源消耗的大幅提升。煤电的发电

量从 350 太瓦时增加到 900 太瓦时，平均每年增加大

约 46 太瓦时。中国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的成就主要在该

时期之前取得的。然而，直到 1999 年之后，经过十年的

工业化，中国才开始大幅提高煤电发电量，平均每年增

加 230 太瓦时的煤电发电量。到 2013 年底，中国每年

消耗 4,120 太瓦时的煤电（IEA，2001-2015 年；IEA，

1999 年）。

较富裕群体的收入增加与更高能源消耗的联系更加紧

密：上世纪 90 年代的工业化使中国中产阶级群体扩大，

并极大地帮助了中等贫困人口，而本世纪头十年的煤炭工

业繁荣为许多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但这不同于使人们摆脱极端贫困。毫无疑问，工业化是

中国整体经济取得飞跃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虽然与消除

极端贫困方面起到的作用可能有所夸大，但它对减少贫困人

口的贡献仍非常重要。此外，虽然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

人口从农业转向更多行业对于更广泛的繁荣增长必不可少，

但这不需要进一步扩张煤炭的使用。农业转型的能源需求

以及更具社会影响力的工业部门的能源需求，现在可通过

低碳解决方案来实现（IRENA，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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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2：中国成功减少极端贫困人口的真正推动因素是什么？

由世界银行经济学家 Martin Ravallion 开展的详细时间序列分析表明，中国在成功减少极端贫困方面的主要推动

因素是，通过监管政策的调整，废除人民公社制度，鼓励小农通过自行承包土地耕种获得经济利益，从而实现了

农业生产力的增长（Ravallion，2008 年）。在 1980 年至 1985 年间，农业生产力平均每年提高 7.5%，其中多

数来自最贫困的家庭。城市化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发展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对 1981 年至 2004 年间极端

贫困人口减少的贡献不足四分之一（世界银行，2016 年）。 

虽然几乎没有（即使有也很少）国家能够在不经过工业化的情况下就成功显著减少贫困人口，但贫困的

农业经济体要想成功大幅减少极端贫困或实现工业化，首先需要以造福农村贫困人口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力

（Ravallion，2008 年）。在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大部分人口仍然从事小规模农业，占到发展中国家劳动力

的 48% （Cheong 等，2013 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是工业的七倍（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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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EA，2001-2015 年；IEA，1999 年；Chen 和 Ravallion，2007 年。
注：此图反映了世界银行之前的每天 1 美元（购买力平价）生活费的贫困线，对于该指标，有可用的历史数据。

图 3：在煤电发电量提高之前，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已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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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在更好的能源选项，
可使人们摆脱收入贫困

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更多发电产能。他们不仅需要适当的产

能来确保能源的普及，而且是为了大幅增加电力供应，为生

产提供动力，以实现市场和工业的可持续增长，从而造福所

有群体。 

煤电目前在许多国家的能源组合中占主导地位，这是客

观事实：煤炭提供了全球 42% 的电力供应，而可再生能源

只占到 22%。然而，煤电目前在能源组合中的主导地位对

于当前和未来经济体增加电力供应而言却不是一个好现象。

电厂是长期资产，我们目前的电力组合都来源于过去几十年

间安装的以煤炭为主的系统。 

即使根据国际能源机构 (IEA) 过于保守的预测（Roberts，

2015 年；IEA，2015 年），依据现行政策，在未来 25 年，

可再生能源（风能和太阳能光伏）的发电量将是煤炭发电

量的两倍。在 2015 年，对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的投资是

天然气和燃煤电厂的两倍多（REN21，2016 年）。2014 年

至 2020 年间，IEA 预计，每年仅非水能可再生能源的发电

量便可超过新的化石燃料发电量（Birol，2015 年）。

在几乎所有市场中，可再生能源都在与煤炭激烈竞争，

并且竞争将越来越激烈，这实属有史以来第一次。与煤炭相

比，可再生能源资源更加丰富、成本更低，可再生能源技术

可以灵活部署，并且能够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如下文中所述，

如果电力行业计划整合可再生能源，那么它们也将变得越

来越可靠。

3.1.可再生资源十分丰富
可再生能源的潜在供应量比当前能源消耗要多许多倍（IPCC，

2012 年）。下图（图 4）中的全球资源图显示，此类资源在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有分布（IRENA，2016a）。

3.2.可再生能源成本较低
现在，即使不考虑高碳能源的污染成本，可再生能源在成

本方面也能高碳能源竞争。数十年来，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已

稳步降低。长期以来，可再生能源一直有很强的竞争力，过

去几年的成本降低尤其显著。例如，自 2009 年以来，公用

事业规模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已降低超过 80%，而且风

能成本也降低了超过 60% (Lazard 2015)。在全球范围内相

似时段，风力发电的成本下降了 18% 以上，太阳能发电的

成本降低了一半以上（IRENA 2014b; IRENA，2015）。随

着创新技术继续拉低价格，在本文件出版之时，这些数据可

能已过时（Zheng 和 Kammen，2014 年）。遗憾的是，政

策制定者通常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新的市场现实（Bazilian 等，

2013 年）。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EIA) 的计算，在美国，利用

陆上风和地热生产的无补贴电力均价比传统煤电更便宜，

无补贴太阳能发电也比“先进的”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煤电技

术便宜（EIA，2016 年）。此外，在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

源可能更具成本竞争力，在这些国家，煤炭通常更加昂贵（特

别是需要进口时）而且质量更低，因此效率更低，污染大。

此外，燃煤电厂平均运行大约 60% 的时间，在美国，该比

例是 85%（CTI 和 ETA，2014；Beer，2007；彭博新闻社，

2014；Liebreich，2015；IEA，2015）。

例如，南非是非洲煤电最便宜的国家，但是，该国新建

的Medupi 4.7 千兆瓦先进燃煤电厂的发电成本至少为最初

估算的两倍  (Linklaters，2016 年 )。与南非新建的 2 千兆

瓦陆上风电厂相比，该燃煤电厂的发电成本还将高出 17%。

在印度，负责能源开发的部长近期表示：“我认为，新建的

燃煤电厂的电价将比太阳能电厂的电价贵”（Climate Home，

2016 年）。近期印度太阳能采购项目投标价格极低也支持了

这一说法（Kenning，2015 年）。如今，新兴国家的可再生

能源投资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McGrath，2016 年）。

发电成本因地点、来源和技术而异。图 5 显示了全球采

用不同技术的每千瓦时发电成本范围（美元）。在世界各地的

发电设施中，各种规模水能、陆上风能、生物量、地热、太

阳能光伏和海上风能发电设施的发电成本可与煤炭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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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可再生能源可以灵活部署
风能和太阳能技术具有相对稳定的规模收益，允许根据不

同消费者的具体需求定制项目规模（美国能源部，2015；

Go Solar California（加州太阳能倡议），2016 年）。在现

有能源基础设施差、能源需求因环境而异的地方，这种灵活

性意味着，与融资困难的大型能源项目相比，可以更加快速

地部署可再生能源技术。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小农农业

是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小农的能源需求通常通过成本最低的

分布式技术提供，例如，由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动的离网或

微型电网电力连接，包括太阳能光伏、风电和小型水电甚

至内燃机发电（Hogarth 和 Granoff，2015 年）。

3.4.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可靠
在使用可再生能源方面，可靠性通常是最大的担忧。目前，

由于太阳能和风电是间歇性的，需要由可以弥补供应波动

的资源来补充。但是，通过提高水力发电、抽水蓄能、地

热电厂和（短期内）天然气电厂的响应能力，可以轻松提

供电网灵活性。用哪种技术来补充间歇性可再生能源产能

将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具体资源禀赋和现有电力系统，所

有技术在开发时必须考虑到强有力的环境和社会保障，以

消除任何有害影响（Delucchi 和 Jacobson，2011 年；

van der Burg 和 Whitley，2016 年）。另一方面，由于不容

易增加和减少燃煤电厂的供电量，因此煤炭是可再生能源

一种特别差的备用资源。 

在间歇性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性之前，大多数电网

具备充足的空间来扩大可再生能源产能，随着电网变得更

加智能、需求得到更好的管理、部署更加便宜且高效的能

源存储技术，对响应式产能的需求将减少。互连和需求

响应通常可带来显著的节约（Weber 和 Loh，2015 年；

van der Burg 和 Whitley，2016 年）。包括危地马拉、肯尼

亚和丹麦在内的许多国家已利用其灵活的发电产能显著提升

了电网中非水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份额。随着价格低廉的间

歇性可再生能源技术成为发电产能的主导形式，存储技术必

然将变得十分关键。虽然存储成本仍然很高，但可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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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按来源和地区划分的 2050 年可再生能源潜力（单位：1018焦耳/年 (EJ/y) ）

地图：技术 RE 潜力能够以
下列系数供应 2007 年主要
能源需求：

761 EJ/y

5,360 EJ/y

1,335 EJ/y
193 EJ/y

306 EJ/y

464 EJ/y

193 EJ/y 571 EJ/y

864 EJ/y

1,911 EJ/y

全世界 11,941 EJ/y

按可再生能源来源划分的 
2050 年总技术 RE 潜力
（以 EJ/y 为单位）

太阳能
风能
地热
水能
海洋
生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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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RENA，2016a。



源技术的竞争力仍在迅速提高，并且成本以相似的速率降低

（Eckhouse，2016 年）。 

从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来看，可再生能源也比化石燃料更加

可靠：电价的可靠性。化石燃料发电成本多变，易受价格上

涨的影响，而可再生能源则没有燃料成本且运营成本低。一

旦建造好可再生能源电厂，发电的边际成本接近零。化石燃

料进口成本的减少将为发展中国家带来莫大好处，尤其是那

些具有国际收支逆差和外汇储备较少的国家。 

最后，如上文所述，增加更多发电产能本身并不能改善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极其不可靠的电力系统（无论能源的来

源是什么）。例如，印度在 2014-15 年的产能增加多于有

记录的任何其他年份，但超过三分之一的产能并未投入使

用（Dhoot，2015 年）。由于配电公司的输电和资金管理不

善，该国继续遭遇和供应短缺一样的停电影响（Ghatikar，

2015 年）。

3.5.可再生能源比煤炭创造更多工作岗位 
严重依赖煤炭的国家通常会提到这样的担忧：最终逐步淘汰

煤炭将导致丢失大量工作岗位。对于某些经济依赖煤炭的

国家，这是一个严重问题。煤炭的逐步淘汰，以及对特定

社区的相关影响，必须灵活、公平地进行管理。替换煤炭

将导致失去一些工作岗位，如煤炭开采。但是，也将创造

低碳能源系统中所需的其他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岗位的质量

通常更高。在 2015 年，不断增长的可再生能源行业（太阳

能、生物能、风能、水能和地热）在全球总共雇佣 940 万

人，多于世界煤炭协会预测的截至 2012 年已经成熟的煤

炭行业直接雇佣的 700 万人（IRENA，2016b；世界煤

炭协会，2012 年；Singer，2015 年）。截至 2015 年，前

四大可再生能源劳动力市场中有三个位于新兴经济体：

中 国 (3,5230,000)、 巴 西 (918,000) 和 印 度 (769,000)

（IRENA，2016b）。在孟加拉国，从制造到售后服务，家用

太阳能系统市场的整条价值链共创造了 127,000 个工作岗位

（出处同上）。就生产每单位能源所需的劳动力而言，可再生

能源创造的工作岗位也明显多于煤炭。随着可再生能源在能

源组合中的份额不断增大，我们可以预测，能源行业的整体

雇佣人数将增加。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是确保向可再生能源

未来的公平转型，使利益能够尽可能被广泛地共享。

鉴于这些趋势，现在需要重新审视必须大幅增加煤炭产能

以推动包容性增长的言论了。可再生电力充足并且越来越可

靠，而且目前在成本方面已能够与煤炭相竞争。此外它还可

数据来源：IRENA，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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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按来源划分的全球发电成本范围（平准化电力成本），2014-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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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加灵活地部署，能够提供更大的就业潜力。提高能源

安全性，如第一部分中所述，能够为最贫困的人口带来能源

服务。来自东非、东南亚和东欧等地最新证据均表明，国家

发展计划中的扶贫清洁能源战略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经济利

益（Kittner 等，2016 年；Shirley 和 Kammen，2016 年）。

鉴于此，在历史上曾借助煤电来推动工业化的国家如今

将不可能做出相同的能源选择。事实上，国际可再生能源

机构已提供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路线图，以满足不断增长

的制造业的需求（IRENA，2014a）。

例如，如果中国现在进行工业化，考虑到中国国内有丰

富、安全、廉价的可再生资源供应，我们有理由相信煤炭

将在其能源组合中的份额会更小。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能

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虽然中国计划增加大量燃煤电厂

且该数字十分危险，但中国不久前从当前的项目规划中搁置

了 200 座燃煤电厂的建设计划，全面暂停了新煤矿开采，

其现有煤炭产能的利用率创历史新低（Forsythe，2016；

Davies Boren，2015 年；彭博新闻社，2015 年）。事实

上，公众越来越对空气污染造成的更广泛社会、环境和经

济负担感到担忧，这增强了低碳可再生能源的吸引力，空气

污染对中国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其 GDP 的 9.7% 至 13.2%

（NCE，2014 年）。 

这并不意味着可再生能源没有挑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

家。可再生能源项目对融资成本非常敏感，其有效提供电

力的能力取决于电网的管理方式（NCE，2015 年）。在历

史上，电力行业融资和运营一直以化石燃料为中心，这不仅

增加了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而且对整合提出了挑战 (出处同

上 )。可再生能源投资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些障碍的解决

将进一步加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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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多煤炭消耗将使贫困
根深蒂固

煤炭生产和使用会破坏贫困家庭为脱贫而付出的努力。 

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于那些最没有能力解决因疾病、

家人过早死亡、或水和土地资源减少带来的经济负担的贫困

人口，煤炭对人体健康的直接影响令人震惊。在亚洲发展中

国家，燃煤电厂预计每年引起的过早死亡人数如下：

 • 中 国：260,000 至 670,000 人（Duggan，2013 年；

Smith，2014 年） 

 • 印度：100,000 人（Goenka 和 Guttikunda，2013 年）

 • 印度尼西亚：7,100 人（加上规划产能，预计将达

到 28,000）（绿色和平组织，2015 年） 

 • 越南：4,300 人（加上规划产能，预计将达到 35,000）（绿

色和平组织，2015b）

在印度尼西亚，预计一座千兆瓦级电厂每年将造成大

约 650 人死亡 — 在电厂的寿命周期内将造成 26,000 人过

早死亡（绿色和平组织，2015a）。这些预测不包含通常会对

更多人造成影响的其他健康负担：心脏病、哮喘、医院门诊

和急诊（出处同上）。

煤炭的使用还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能够破坏脱贫进

度的影响。煤炭行业抽取、消耗并污染大量淡水，通常因

为有限的水资源而与其他行业竞争，如对于减少贫困至关重

要的小农农业。现有和规划的燃煤电厂中有 44% 位于缺水

甚至极度缺水的地区。四分之一位于“红色名单”地区，在

这些地区，由于水的抽取速度快于重新补给的速度，因此，

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面临着干涸的危险。 

这一情况在中国和印度最为严重。中国和印度分别有

大约一半和大约四分之一的燃煤电厂位于红色名单地区。

自 2010 年以来，印度的长期干旱迫使许多燃煤电厂停摆，

导致轮流停电，引发专家们对燃煤发电在部分邦是否可行

的质疑。燃煤电厂与贫困农民直接争抢紧缺的水资源与贫

困农民，导致政治局势紧张和社会动荡不安（Caldecott，

2015 年）。 

此外，煤炭的开采经常使得社区被迫迁移。仅在印度，

1950 年至 1990 年间，由于煤矿数量激增或从地下转变为

露天矿且规模显著扩大，迫使 255 万人迁居他处（Downing，

2002 年）。如今，迁移还在继续。在孟加拉国西北部，一

座规划的露天煤矿使 50,000 至 130,000 人直接面临着迁

移的威胁，而且由于开采污染水资源和可灌溉土地，可能

会迫使 220,000 多人移居（Kalafut，2008 年）。开采导

致的人口迁移并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的治

理机制在保护和补偿迁移及受影响人口方面可能效率较低

（Terminski，2013 年；Balch，2013 年）。尤其是因为煤炭

开采通常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进行，在那些地方，中央政府

监管行业的能力有限（ABColombia，2012）。 

这些社会和环境影响也会产生重大经济损失。这些损

失难以计算，但是在美国，一项研究预测此类影响每年将

对美国经济造成五千亿美元的损失（Schwartz，2016 年）。

空气污染造成的疾病和死亡对中国造成的损失预计达到

其 GDP 的 13%（NCE，2014 年）。

除了这些直接影响以外，煤炭燃烧也是气候变化（消除

贫困的最大长期威胁）的主要推动因素。当前“碳预算”

预计，可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量符合将全球平均温度

变化限制到 2°C 以内的要求。如果超过该限制，将对全

球消除贫困工作带来灾难性后果（Granoff 等，2015 年；

Hallegate 等，2016 年）。 

即使是 2°C，世界银行预测，如果不采取措施来保护

贫困家庭免遭其影响，气候变化可额外导致 1 亿多人陷

入极端贫困（Hallegate 等，2016 年）。到 2050 年，气候

变化的影响预计将使 7.2 亿人陷入极端贫困（Granoff 等，

2015 年）。该数字与过去二十年间摆脱极端贫困的人口数量

大致相同，因此将抵消迄今为止贫困消除工作所取得的进展。

如果任其发展，世界银行预测，到 2050 年，气候变化可对

多达 15 亿人造成严重影响（GFDRR，2016 年）。非洲和

南亚最容易受到影响（Hallegate 等，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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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可能会破坏全球海洋和陆地食物生产系统的生

产力，该系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南亚、东南亚和中

国大约 27 亿人的主要收入来源（Granoff 等，2015 年）。

气候模型预测，即使农民通过改变作物或提高灌溉来适

应，但由于气候变化，到 2030 年，作物产量将减少 5%，

到 2080 年，将减少 30%（Havlik 等，2015 年）。在非洲，

农田主要依靠雨水灌溉，如果气温升高 1.5°C 至 2°C，在

主要生长季节缺水的几率预计将从如今的五年一次提高至三

年一次（Jones 和 Thornton，2009 年）。由于气候变化，气

候相关的冲击（洪水、干旱、暴风雨、热浪和害虫）的严重

程度和频率预计将会增大，使弱势家庭陷入极端贫困（IPCC，

2013 年；CAFOD，2014 年；Munro，2014 年）。 

煤炭消耗能够将气候变化推至灾难性水平。如果规划的燃

煤电厂有三分之一进展顺利（Edenhofer，2015 年），则新增

排放片和结合现有基础设施在寿命周期内的排放量，将足以

超过是全球气温升高 2°C 的碳预算（Granoff 和 Hogarth，

2015b）。大部分现有基础设施位于全球最富裕的数个国家

和中国，而大部分规划中的电厂则位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其

中仅印度和中国的待建新电厂就占到总数的 67%。正如世

界银行行长金墉在近期演讲中指出：“现在，如果整个地区

都实施基于煤炭的发展计划，我想我们就完了⋯⋯这将给

整个地球带来灾难。”（Goldenberg，2016 年）。

发达国家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去碳化，以使全球平均气温

升高保持在 2°C 以下。社会公义和国际协定要求他们这样

做。发达国家和中国是电力行业（包括煤炭）温室气体的主

要排放国。但使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保持在 2°C 以下也需要

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重新评估已规划的煤炭扩张。为保持

在 2°C 以下，需要将 88% 的已探明煤炭储量视为不可燃烧

（Granoff 和 Hogarth，2015b）。即便是最高效的“清洁煤

炭”技术所排放的污染物也远多于石油或天然气，并且远远

多于可再生能源（Granoff 和 Pickard，2015 年；NREL，

2014 年）。碳收集及储存 (CCS) 技术是未经证实的补救措

施（Pickard 和 Granoff，2015 年）。即使 CCS 在技术和

商业方面已经得到证实，并且广泛可用，但预计有 82% 的

探明煤炭储量仍必须深埋在地下，以防止危险的全球变暖

（McGlade 和 Ekins，2015 年）。

贫困人口难以负担污染性技术造成的健康、环境和社会

负担。贫困经济体难以负担其发展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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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Granoff and Hogarth，2015b。

图 6：全球现有基础设施和按地区划分的拟建煤电项目在寿命周期内的排放量（单位：十亿吨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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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继续扩张煤电与将全球变暖限制到“2 摄氏度以内”的巴黎

协定的实施互不相容（UNFCC，2015 年），而且实现 SDG

（包括关于普及能源的 SDG7）不需要继续扩张煤电。全球

最富裕的数个国家必须为了环境和社会公义，以身作则地淘

汰燃煤电厂。这些电厂危害公民的健康，并且会导致气候变

化，阻碍全球最贫困的人口摆脱贫困。在 G7 国家中，美国

和英国在淘汰煤炭发电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包括日本

在内的其他国家明显落后，这些国家正在扩大煤电产能，而

非将其淘汰（Littlecott，2015 年）。 

然而，发达国家削减煤电产能的举措不足以使全球气温

升高保持在 2°C 以内，特别是由于大多数煤电扩张项目位

于发展中国家。同样，要消除极端贫困或能源贫困，不需要

扩张煤电。虽然对化石燃料的所有形式的行政支持都应该

逐步淘汰，但最为迫切的是政府要停止对增加煤电产能（从

开采到发电）的支持。

1.更多煤炭将无法结束能源贫困
有两种类型的能源贫困：电力缺乏以及清洁安全烹饪解决

方案的缺乏。许多无电人口就住在电网附近，将他们的家

庭接入电网代表这最便宜的获取电力的途径。这种情况最

大的障碍是缺乏政治意愿、电力行业管理不善和政治攫取，

以及将这些家庭接入电网所需的成本。仅建造新的电厂（无

论是燃煤电厂或其他形式的电厂）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

是，绝大多数无电人口 (84%) 居住在农村地区，要使集中

电网覆盖他们，需要花费更多成本。要想为至少三分之二的

无电人口提供电力，最快速、最便宜的方式是借助分散式

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独立的家庭系统或微型电网）。最后，

在短期内，快速普及清洁安全烹饪能源与电力没有太大关系：

它需要加快更清洁燃料、更高效炉灶的普及。  

2.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煤炭获得了过分
的青睐
在上世纪后半叶，煤炭推动了多个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

工业化（尤其是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许多极端贫困的国

家都想要模仿中国的经济转型。但是，在减少极端贫困方 

面，需要更加慎重地考虑煤电的历史作用。中国在消除极端

贫困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在 21 世纪头十年煤炭工业急剧扩张

之前取得的。详尽分析显示，事实上，在东亚，三分之二的

极端贫困消除要归功于 1987 年以前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和宏

观经济政策的改进。工业化在提高中产阶级和中等贫困人口

的收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城市，但是它对中国

在 1981 年至 2004 年间在极端贫困人口减少方面取得的巨

大成就的贡献不足四分之一。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能源消

耗逐渐并显著增加，当时中国成功让许多人摆脱了贫困，但

中国的煤炭消耗在本世纪前十年才开始激增。这需要我们重

新考虑煤炭的使用（尤其是过去十年消耗量的激增）在中国

成功摆脱极端贫困方面发挥的作用。 

3.目前存在更好的能源选项，可推动消除
贫困
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发电，不仅是为了能源普及，也是为了

发展工业、商业以及为了供应不断扩张的中产阶级。现在，

不需要煤炭，便可满足绝大多数此类能源需求。在几乎所

有市场中，可再生能源都在与煤炭激烈竞争，这实属有史

以来第一次。仅在 2009 年至 2015 年间，太阳能光伏和

风电装机的平均成本就分别降低了超过 80% 和 60%。因

此，虽然许多电网仍然以传统煤电为主导，但自 2014 年

起，新建造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的产能已赶超其他来源。

在 2015 年，从制造到发电的整个供应链中，迅速增长的可

再生能源行业共雇佣了 940 万人。而据世界煤炭协会预测，

截至 2012 年，已经成熟的煤炭行业供应链直接雇佣的人数

则只有 700 万。一些低碳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具有间

歇性，仍然需要通过更加智能的电网、存储和平衡发电来

进行补充，但对于此类系统，煤炭却是不合适的技术补充，

它造成的污染比其他能源更多而且并不灵活。低碳能源（主

要是可再生能源）可以为农业生产、制造、中小型企业和其

他可持续增长来源提供能源，不遗漏任何人。政府需要优

先考虑可再生能源投资，并发展支持并整合了可再生能源的

电力行业。煤炭是 19 世纪的技术，我们最好是用 21 世纪

的技术来应对当今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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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多煤炭消耗将使贫困根深蒂固
更多煤炭会拖慢贫困消除工作的进度。在发展中国家，煤炭

消耗与健康危机息息相关（燃烧化石燃料是全球空气污染的

主要原因），这种健康危机的影响主要由贫困人口承受。一

座燃煤电厂的空气污染可导致数千人过早死亡，并且会增加

心肺疾病的发病率。即便是被视为“清洁煤炭”技术所排放

的污染物也远多于天然气，并且远远多于可再生能源。煤炭

开采还需要消耗宝贵的水资源，并且会造成使贫困根深蒂固

或加剧贫困的不利环境和社会影响。例如，最近在印度的一

些邦，干旱使燃煤电厂对紧缺水资源的需求与贫困农民的需

求发生冲突。按照目前的规划，煤电的扩张足以将气候变化

推至灾难性水平。日渐变化的气候已对最贫困人口造成严重

打击，他们拥有最少的资源去适应气候变化。



建议

在向可持续且公平的未来能源转型的过程中须优先考虑以

下行动：

1.G20 政府必须停止一切形式的化石燃
料补贴 

G20 必须履行承诺，在 2025 年之前逐步取消对化石燃料

的行政支持。G7 应该立即停止开采补贴，到 2020 年之前

逐步取消其他补贴，并以身作则地用户所有国家对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支持的透明报告机制。社会公义要求 G7，

然后是 G20，率先立即停止对煤炭及其他化石燃料的补

贴。除了这些措施以外，还应该对电厂提出适当的污染治

理要求，以取消政府通过让公众而非污染者承担污染成本

而提供的隐形补贴。 

2.应该逐步取消一切形式的煤炭产能扩
张政府支持，包括通过开发金融机构提
供的行政支持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对能源的所有援助应该支持向可再生

高效能源系统的转变或跨越，提供财务、技术和政策培

训，以及其他对集中和分布式技术的支持。公共机构应该

加强能源投资决策的问责制、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3.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对能源产业提供
的所有支持必须优先考虑 SDG7，确保
普及廉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根据此措施，必须给予清洁能源投资、能源普及更大的支

持，尤其分散式电力普及和清洁烹饪解决方案，从而为贫

困和弱势群体提供能源服务。

4.开发机构必须实施监控和报告框架，
以追踪扶贫工作及能源支持的发展影响

追踪框架应该衡量对贫困人口群体提供电力连接和清洁烹

饪解决方案的实际情况，而非推测提供情况。还应该以世

界银行根据联合国“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制定的全

球追踪框架为基础，从可靠性、可负担性和安全性方面，

追踪这些能源服务的质量。

5.发展中及新兴经济体应该为可持续且
有利于社会公平的能源转变制定计划，
符合实施 SDG 及根据巴黎协定制定的国
家自定贡献目标，确定发展合作伙伴需
要的支持

目前依赖于煤炭的国家应该为逐步取消额外煤炭投资制定

一个时间表，并计划如何支持从煤炭依赖型社区向可持续

就业转型。在多边和双边发展合作伙伴的帮助下，发展中

及新兴经济体也应该制定计划，以实现关于普及现代能源

的 SDG7 目标，包括针对扩大并网和离网电力连接和普及

现代烹饪服务的投资目标。电力行业改革应该利用可再生

能源技术带来的机会，并以整合可再生能源为目标。

6.关于碳风险方面的公共财政和民间金
融必须更加透明

所有公共机构应该确保应用最佳实践，以披露所承受的碳

风险。在金融体系比较成熟的国家，政府也必须落实金融

监管，以确保私营企业公平地披露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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